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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行動通訊及裝置設備的普及，全球行動數據流量爆炸性的成長，帶

動行動基礎建設與穩定傳輸品質的需求。對電信營運商而言，基地台是維持

高速上網與通訊品質的基礎，有效的資源規劃才能維繫企業的永續經營，進

而創造最大利潤與競爭力。本研究提出行動通訊資源規劃之模式，藉由價值

鏈分析基礎建設服務與支援活動，以資源基礎觀點之特性，萃取決策者的內

隱知識，找出重要影響因素，並以模糊多準則決策方法量化評估，將結果分

類，由組織的支援活動探討各類基地台資源規劃，以達資源互補及綜效的發

揮。本研究為說明模式之可用性，以某大電信公司基地台作為實例驗證對

象，根據結果探討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之模式，輔助決策者訂定各類基

地台不同的資源規劃標準。 

關鍵詞：價值鏈、資源基礎觀點、模糊多準則決策、行動通訊基地台 

 

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s in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creased 

penetration rates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e devices, which enable 

mobile telecoms industry to carry the effective planning for the resources allocation 

of the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driving 

resource planning affecting 4G system of base stations, focus on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under a turbulent and uncertain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develops a resource-based view planning model using a multi-criteria 

operational resource evaluation, in which the fuzzy MCDM are adopted to identify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available resources based on value chain analysis and 

resource-based theory. A case study is conducted to illustrate how the model can be 

applied as a tool for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resource 

planning of the base stations in the mobile telecoms industry. The proposed model 

may help the mobile telecoms organizations to more effectively manage their base 

station resources, and thus ob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Keywords: Value Chain, Resource-based View, Fuzzy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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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電信自由化自 1984 年美國 AT&T 解體，世界各國積極致力於電信

自由化政策之推動，允許或放寬國內外資金投資經營電信事業 (Gozalvez, 

2014; Gonzalez et al., 2014; Klein & Jakopin, 2014; Meng et al., 2014)，2000 年

10 月台灣電信市場受到科技進步、市場需求轉變、解除管制與自由化及全球

化四股力量的推動，中華電信配合政府國營事業民營化的政策，於台灣證交

所掛牌上市，2005 年邁向電信事業民營化的時代，自此我國電信事業全面開

放，正式進入自由競爭局面，電信市場上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活力與無限的商

機，無形中提升我國在國際上之競爭能力 (Li & Chou, 2014)。 

近年來，電信市場中以行動通訊成長最為快速，行動通訊自 1980 年代問

世以來，智慧型手機普及，帶動行動上網風潮，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

必需品。電信營運商面臨第二代行動通訊 (簡稱 2G，Second Generation)，頻

譜到期，既有的第三代行動通訊 (簡稱 3G，3rd Generation)，將逐步轉向第

四代行動通訊 (簡稱 4G，4th Generation) 高速行動上網服務 (Gozalvez, 2014; 

Gonzalez et al., 2014; Meng et al., 2014)，台灣於 2012 年 9 月開啟國內 4G 長

期演進技術 (簡稱 LTE，Long Term Evolution)，行動寬頻業務釋照，最後總

標金額達到 1186.5 億台幣，第二波 4G LTE 頻譜競標於 2015 年 11 月開始，

高額標金代表業者投入4G LTE行動市場的行動力。對於用戶而言，網路覆蓋

率的高低為其轉換到4G LTE 服務的最基本考量因素，對電信營運商而言，首

要的重點工作在 4G LTE 網路覆蓋率的擴充，市場研究公司 ABI Research 發

表研究報告指出，全球 LTE 基地台的升級 2012 年至 2018 年將以超過 200%

年均複合增長率成長達 50 萬以上，故基地台遂為行動通訊營運中最重要基礎

建設 (Gozalvez, 2014)。 

行動通訊基地台是維持高速上網與通訊品質的基礎，亦為電信營運商高

通訊品質決勝負的關鍵，無論是正在發展的4G LTE或是未來第五代行動通訊 

(簡稱 5G，5th Generation)，技術規格必須無縫接軌 (Ahmed & Mohamed, 

2014)，即便網路頻寬已有大幅增長，但隨著使用者與聯網裝置越來越多，未

來仍將面臨網路擁擠的窘境，為解決此問題必須增加基地台的佈建數量 

(Gonzalez et al., 2014; Meng et al., 2014)。然而電信營運商對行動通訊基礎建

設之佈建，面臨 了整體行動通訊網路的運作效益、佈建成本支出、多種技術

標準、能源消耗、兼顧偏鄉地區民眾4G近用權、以及電磁輻射與健康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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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ed et al., 2014; Klein & Jakopin, 2014)；此外，產品替代性高為通訊服務

產業的特性之一，隨著科技進步及世界發展趨勢，新產品或新服務取代原有

的營運模式，如此一來，電信營運商必須調整資源分配及穩固基礎建設，才

能維繫企業的永續經營 (Klein & Jakopin, 2014; Park & Del Pobil, 2013)。綜合

上述種種考量面，基地台的資源規劃牽扯政治面、法律面、經濟面、公平性

等不同層面的現實問題，無法僅以行動數據流量量化處理資源配置問題，需

由多位專家考量相關影響之變數以提供決策，屬多準則決策問題。 

電信自由化後，台灣電信營運商面對 4G LTE 行動通訊激烈的市場競

爭，如何在擁有的行動通訊網路資源基礎下，整合多元創新服務，進行策略

規劃與佈局，創造競爭優勢。由於企業內部存在多樣化的價值鏈活動，而不

同階段價值鏈對於經營績效會產生影響 (楊宜興、陳虹天，2013)，故本研究

提出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模式，首先分析電信營運商行動通訊基地台之

價值鏈定位，由價值鏈角度思考將價值活動分為基礎建設服務與支援活動，

透過支援活動讓基礎建設服務提供的資源有更好的利用，創造差異性的價

值；Anderse´n (2011) 認為有效的策略管理需要了解組織資源與能耐及形成

組織競爭優勢的相關知識，故本研究將價值鏈所需考慮之基礎建設服務與支

援活動一連串的價值活動，以資源基礎觀點為基礎，輔以觀察、訪談作為專

家隱性知識擷取的工具，找出基地台資源規劃之重要的影響因素。 

Ittner & Larcker (2003) 由建立策略關鍵因素與結果的因果關係中發現，

管理者對資源的觀點有時會失之偏頗，此外，雖然資源基礎觀點已經在學術

界有相當的重視，但實務上的應用仍有所限制 (Guo, 2007)，這是因為多數研

究是質性方法 (Kraaijenbrink et al., 2010)，為此 Newbert (2007) 認為資源基

礎觀點應整合與量化方法，將過去有關資源基礎觀點文獻所提的資料及內

容，以系統化的方法加以分析；洪世章等 (2007) 認為企業資源的配置方式

與運用時機，需透過高層管理者採行適當的策略選擇，使閒置資源得以充分

利用，管理者之策略選擇觀點可帶動企業成長。本研究考量企業內主管對於

資源規劃之內隱知識需加以量化，以多準則決策方法中考慮利益及成本準則

的 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法，

將基地台資源規劃正向與負向的影響因素以模糊語意量化評估基地台，並將

評估結果分類，由組織的支援活動討各類基地台資源規劃，以達成資源互補

及綜效的發揮。最後，為說明本研究提出之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模式之

可用性，以國內某大電信公司之基地台作為實例驗證對象，根據研究結果探



中山管理評論 

 ～243～  

討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之模式，輔助決策者訂定各類基地台不同的資源

規劃標準。 

本文結構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價值鏈分析、資源基礎觀點及模糊多

準則決策之文獻探討；第三章為研究方法，分別敘述行動通訊基地台之價值

鏈分析及資源基礎觀點，並說明評估流程；第四章說明實例驗證之結果，並

闡述資源規劃；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價值鏈分析 

企業價值鏈為 1985 年由 Porter 所提出，其觀點將企業所有從事的經營活

動切割由投入到產出，依其先後次序，串聯成價值活動集合，Porter 將企業

的價值活動區分為九大部門，主軸為主要活動及輔助性活動，其中主要活動

包含設計、生產、行銷、配送與支援服務性活動，輔助活動則輔助主要活動

順利進行。藉由價值鏈的分析，可以找出企業的核心能力，並協助企業進行

資源分配，已達資源互補及綜效之發揮 (Porter, 1985)，亦為本研究採用價值

鏈分析知主因。 

過去有關行動通訊價值鏈的文獻，多為電子價值鏈分析及上游的供應商

及下游廠商的價值鏈等相關應用，這些應用皆定義基礎建設為價值鏈重要的

根本，如 Barnes (2001) 提出 NTT DoCoMo 之行動價值鏈垂直整合晶片的研

發、手機裝置及基礎建設；Barnes (2002) 以電子商務領域為例，分析價值鏈

主要兩個活動包含基礎建設與服務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及內容 

(content)，基礎建設與服務活動之行動傳輸活動為網路通訊與交換的基礎，

與基地台建設息息相關；Olla & Patel (2002) 以 Porter 提出的價值鏈為基礎，

將行動業務的部門架構及通訊服務整合於新市場中，強調創新與基礎建設之

重要性；Buellingen & Woerter (2004) 因應全球競爭環境及資源的改變，提出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的價值鏈，功能性活動包含網路與基礎建設、客戶、傳

輸、電子商務與內容入口、客戶關係管理與帳務；張心馨 (2005) 以個案探

討無線上網和無線商務的競合關係和價值網體系之建立，並分析其行動上網

和行動商務的商業經營策略模式；Kuo & Yu (2006) 參考 Sabat (2002) 所定義

行動商務價值鏈的參與角色，考量行動通訊基礎建設與網路系統的成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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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執照大量的投標金額及系統的選擇，形成市場高度的不確定性，於價

值鏈中加入基礎建設整合技術創新研發活動，並藉由整合網路的基礎建設、

主導技術、品牌知名度、使用者忠誠度、價格及整合能力等，電信營運商可

由過去 3G 服務累積成為難以模仿的優勢，進而轉化為核心競爭力；

Steinbock (2003) 及 Peppard & Rylander (2006) 皆提出之行動通訊產業之價值

鏈，電信營運商之價值活動應著重於基礎建設，包含基地台、交換設備、網

路軟體；Pagani & Fine (2008) 提出無線通訊價值鏈著重於先了解企業的基本

能力，輔助價值鏈技術與整合能力的各項活動，其價值鏈考慮五個基本決策

包含內容提供者、應用程式提供者、基礎建設提供者、網路系統提供者、設

備提供商，而基礎建設提供者考慮因素包含通訊網路架構、細胞中繼及其交

換技術、基地台建設與維運；Cricelli et al. (2011) 認為行動電信市場激烈的

競爭，使得電信營運商的經營策略也顯得複雜，價值鏈的組成需考慮網路基

礎建設 (網路設備、頻譜、維護)、服務的發展與提供 (資費、服務及產品)、

及客戶關係 (資源分佈、行銷、服務)；Zhang & Liang (2011) 認為推動創新

為中國行動通訊策略之成功因素，意指多樣化的新技術的引進可增加基礎建

設的能耐；Søilen et al. (2012) 提出易利信行動平台 (EMP) 之價值鏈，認為

網路提供商所提供的基礎建設為複雜的經營環境中的成功關鍵因素；

Carmody (2013) 提出行動電話價值鏈重要的元件包含研發技術及基礎建設；

Lee et al. (2016) 指出行動電話之生產和消費市場遍佈於全球，採用案例比較

及文獻收集的方法，分析四個東亞國家於全球市場趨勢及價值鏈定位，韓國

與台灣於全球市場扮演重要角色等結果。 

綜合學者的觀點，雖未見 4G 有關的價值鏈分析，但基地台為各代行動

通訊之基礎建設，電信營運商應考量基礎建設與服務為行動通訊價值鏈的主

要活動，並考量組織中行動通訊發展所需的支援活動，故本研究提出之行動

通訊基地台之價值鏈活動即考量基礎建設服務與支援活動。 

二、資源基礎觀點 

資源基礎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簡稱 RBV) 萌芽於 1980 年代 

(Wernerfelt, 1984)，發展於 1990 年代，Aaker (1989)、Prahalad & Hamel 

(1990)、Grant (1991)、Barney (1991)、 Javidan (1998) 等學者強調資源 

(resources) 和能耐 (capabilities) 具有異質性、不可模仿性的特質，可使企業

擁有持續競爭優勢，因此企業應發展獨特的資源和能耐，從而發展策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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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方法著重於產業組織經濟的外部分析，資源基礎理論強調企業間內部資

源的差異分析，並假設企業的績效源於企業異質性的資源，而非由產品市場

定位的經濟利潤，這也解釋了資源的獨特性為持續性競爭優勢的來源 

(Wernerfelt, 1984)。 

Barney (1991) 認為資源基礎觀點為企業專屬、稀少、難以模仿或替代的

資源及能耐，可產生高的財務績效，提出 VRIO (valuable, rare, imperfectly 

imitable and organizational oriented) 架構，即價值的問題 (V)、稀有的問題 

(R)、模仿的問題 (I)、和組織的問題 (O) 的特性，並指出分析外部環境的機

會與威脅的工具發展比內部優勢和弱點的工具的發展更快。資源基礎觀點所

要定義的基本問題是企業為什麼有差異？企業如何實現並維持競爭優勢？由

於企業特殊的資源有助於公司的競爭優勢，學者由 VRIO 衍生定義重要的資

源屬性，及藉由適當的資源及能耐配置，可達到持續性競爭優勢的關鍵 

(Srivastava & Frankwick, 2011)，故將 VRIO 之特性描述如下： 

1. 價值的問題：當資源能使企業相對於競爭對手有更高的市場定位 (Peteraf, 

1993)，或實行策略以增進績效 (Barney, 1991)，則該資源為有價值的。 

2. 稀有的問題：若該企業擁有的資源具有價值性，但競爭對手亦擁有相同的

資源時，則資源就無法創造競爭優勢，因此資源必須具備價值與稀有的特

性，企業利用稀有的資源創造價值，才能獲取競爭優勢 (Barney, 1991)。 

3. 模仿的問題：Barney (1991) 認為資源之不易模仿有以下三個原因：(1) 獨

特的歷史條件：意指公司的資源在演化過程中建立其競爭優勢，通常這些

資源有較低的成本或需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取得，對於競爭對手而言，需經

過一段時間的模仿才能擁有相同的資源；(2) 因果模糊性：企業成功因素

是很複雜的，競爭者無法了解資源與競爭優勢之間的關係，如看不見的隱

性資產，故 Reed & DeFillippi (1990) 指出內隱、複雜、獨特是因果模糊的

主要原因，才能形成競爭者模仿的障礙；(3) 社會複雜性：社會的複雜性

存在於員工間的關係、供應商、顧客、及其他合作夥伴，這些關係需要長

時間經營，是隱性的，因此競爭者無法快速模仿 (Barney, 1991)。 

4. 組織的問題：企業獲得競爭優勢需視資源與能耐具有價值性、稀有性和模

仿性而定，此外，資源與能耐要充分發揮，則搭配企業組織才能達到持續

性競爭優勢 (Barney, 1991)。 

資源管理的研究認為識別有價值的企業資源是成功管理資源的第一步，

相關應用如 Beard & Sumner (2004) 採用 VRIO 架構探討 ERP 系統是否能提



整合多準則決策與資源基礎理論建構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模式之研究 

 ～246～

供給組織持久性的競爭優勢，由於大部分 ERP 系統被視為一般系統使用，故

由現有研究之價值、分配、可模仿性的特性 ERP 系統無法產生競爭優勢，但

競爭優勢的來源可能在於 ERP 專案的規劃與管理、組織再造及實施後的矯

正；Arend & Lévesque (2010) 認為策略資產具 VRIO 特性與企業績效有相關

性；Anderse´n (2011) 由文件及討論找出策略資源與企業績效間複雜的關

係，研究發現滿足現有的資源與策略資源、資源與流程、資源與行銷策略、

資源與企業績效、資源基礎競爭優勢與企業績效此五項資源準則，可產生高

的績效；Lin et al. (2012) 提出在動盪與不確定的環境下，企業要了解其持久

性競爭優勢，最重要的是資源基礎策略，故提出以 VRIO 為基礎的架構，採

用模糊理論量化評估企業內部活動，協助高階管理者找出企業核心資源的競

爭優勢；Picoto et al. (2014) 整合技術-組織-環境 (Technology-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架構、創新擴散理論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ory) 與資源

基礎理論，由組織觀點評估行動商務的可用性與價值性，資源基礎理論屬策

略管理領域，資訊系統的基礎建設應整合於企業流程中，以符合企業的策略

達到組織的效益，問卷結果顯示價值與行銷、內部維運與採購顯著相關，對

企業績效的直接正面影響；Knott (2015) 認為 VRIO 已廣泛被討論，但須能

驗證 VRIO 可幫助管理者分析企業資源，及 VRIO 與策略行動的關係，故採

用實驗方法，由使用者選擇資源量化評估，並考量競爭對手、競爭態勢、資

源的劣勢、風險及限制，此研究可使企業藉由 VRIO 發展更全面性的策略；

此外，Anderse´n (2011)、Arend & Lévesque (2010)、Barney (2002)、Lin et al. 

(2012) 亦認為企業擁有 VRIO 特性的資源為必要但不充分的條件，資源應搭

配適當的動態能耐或企業組織方能達到目標；Guo & Bouwman (2016) 以企

業內外部資源的觀點，分析行動支付的決策流程，資源基礎觀點可隨著網路

或市場的變動，動態辨識企業的競爭定位及優勢；Mayor & Davó (2016) 以

策略群組研究亞太地區行動電話產業之競爭優勢，並歸納出成功的策略，但

也提出未來策略群組應以考量資源基礎觀點探討競爭優勢。綜合上述學者的

觀點，企業有效管理資源，需識別資源與能耐，產生持續性競爭優勢，因此

本研究提出之評估模式採用 VRIO 架構做為定義評估準則的基礎。 

三、模糊多準則決策  

決策者在進行決策時，通常必須面對許多不同且目標互相衝突的影響準

則，多準則決策可幫助決策者於有限的可行方案中，根據每一方案的各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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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徵，將各個方案做一優劣排序，最後評估與選擇一符合決策者理想的方

案，進而尋找最適合且滿意的方案 (Zopounidis, 1999; Emma et al., 2013)。多

種多準則決策的方法可系統化評估準則並排序方案，其中 TOPSIS 法因其 (1) 

計算簡單 (Shih et al., 2004)、(2) 考慮最佳與最劣方案 (Chu & Lin, 2009)、(3) 

可產生不容置疑的偏好順序 (Chan & Wu, 2005; Yurdakul & Tansel, 2009; 

Roghanian et al., 2010)、(4) 不易產生亂序現象 (Zanakis et al., 1998)、(5) 可

有效的收集到資料 (Shih et al., 2004) 等優點，廣泛被使用，此外，TOPSIS 

不同於其他多準則方法之優點在於其考慮成本與利益準則，亦即正負理想

解，如此就能產生較大利益與較少成本的結果。TOPSIS 是由 Hwang & Yoon

於 1981 年所發展出來的 (Hwang & Yoon, 1981)，其程序如下： 

假 設 決 策 之 方 案 集 合 為 { }mAAAA ,...,, 21= ， 準 則 集 合 為

{ }nCCCC ,...,, 21= ，決策者評估所有方案之於準則的分數，形成決策者的

決策矩陣 D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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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建立正規化決策矩陣 i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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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1,…,m. j=1,…,n. 
(1) 

ijr 正規化之準則值介於 0與 1之間。 

 
步驟 2、建立加權決策矩陣 ijv  

ijjij rwv ×= , i=1,…,m. j=1,…,n. (2) 

其中 1
1

=
=

n

j
jw , jw 為第 j 準則之權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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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決定正理想解 +A 與負理想解 −A  

{ }
},...,2 ,1 | ) | (), |{((

,....,,...,, 21

miCjv minBjv max
vvvvA

ijiiji

nj

=∈∈=

= +++++

  (3) 

{ }
},...,2 ,1 | ) | (), |{((

,....,,...,, 21

miCjv maxBjv min
vvvvA

ijiiji

nj

=∈∈=

= −−−−−

 (4) 

其中，B 為決策問題中的利益準則集合，C 為成本準則集合。 
 
步驟 4、計算方案與正理想解 +

iS 與負理想解 −
iS 的距離 

( )
=

++ −=
n

i
iiji vvS

1

, i=1,…,m. (5) 

( )
=

−− −=
n

i
iiji vvS

1

, i=1,…,m. (6) 

步驟 5、計算出對理想解之相對接近度 +
iC  

−+

+
+

+
=

ii

i
i SS

SC , i=1,…,m. (7) 

 
步驟 6、排序方案 

依 +
iC 大小排序，選出最佳者。 

 

由於傳統的多準則決策方法不論在評估準則或權重上，均需提供精確

值，但對於語意形式的評估準則或是權重，則無法充分且適當地反應出來，

使決策結果偏離事實，又加上決策者或專家可能來不同的職位或背景，各評

量準則對不同評量者之意義不完全相同，而且執行評量時也在不一致的環境

中進行，為了因應環境的不確定性及決策彈性，許多研究將模糊集合理論應

用於 TOPSIS 決策問題，來處理真實世界中無法以傳統精確的數量方法處理

的決策問題 (Zanakis et al., 1998; Chen, 2000; Shih et al., 2004; Jahanshahloo et 

al., 2006; Mahdavi et al., 2008; Chu & Lin, 2009; Mahdavi et al., 2009; Sun & Lin, 

2009; Chen & Lee, 2010; Sadi-Nezhad & Damghani, 2010; Chamodrakas & 

Martakos, 2011; Kelemenis et al., 2011; Rouhani et al., 2012; Zougga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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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youcef, 2012; Beg & Rashid, 2013; Dymova et al., 2013; Vahdani et al., 2013; 

Kannan et al., 2014)。 

實務上，TOPSIS 法應用於不同的領域，如供應商選擇 (Boran et al., 

2009; Kannan, et al., 2014)、場址選擇 (Yong, 2006)、人員選擇 (Kelemenis & 

Askounis, 2010)、案例應用 (Chen et al., 2008; Li et al., 2011) 等；過去文獻亦

將 TOPSIS 法與其他多準則方法整合應用，如整合 VIKOR (Vlsekriterijumska 

Optimizacija I KOmpromisno Resenje) (Opricovic & Tzeng, 2004) 、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seng et al., 2009; Amiri, 2010; Torfi et al., 2010; 

Büyüközkan & Çifçi, 2012; Khorshidi et al., 2013)、ANP (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Önüt et al., 2009)、及整合模糊多目標法 (Khalili-Damghani et al., 

2013; Liao, 2013; Sharma & Balan, 2013)，以及利用 TOPSIS 理想解的概念於

決策程序中 (Parkan & Wu, 1999; Sevastjanov & Dymova, 2009; Feng & Lai, 

2014) ，使之產出更佳的排序結果；此外，為能使 TOPSIS 與其他方法驗證

與比較，如 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Kumar et al., 2014) 與效用基礎

的方法 (Banaitiene et al., 2008) ，由上述文獻可知 TOPSIS 法應用之廣泛性。 

模糊多準則決策應用於電信產業上，如 Yu, Lee & Chang (2005) 採用模

糊多層級多評準決策法，針對我國 3G 頻率執照之發放方式，進行實證研究

分析，以供我國決策機關施政之參考；Yang, Fu, & Tzeng (2005) 運用多評準

決策分析方法，並結合模糊測度的概念，分析探討台灣開放行動通信虛擬網

路經營者 (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 MVNO) 之策略，將決策問題作

一系統化評估，促使台灣的行動通信虛擬網路經營者與行動網路業者 

(Mobile Network Operator, MNO) 兩者雙贏； Kuo & Chen (2006) 利用模糊層

級分析法建構評價模式，分析顧客滿意的最佳行動加值服務及電信業服務系

統業者，期能幫助消費者選擇合適的加值服務提供者，並提供行動通訊業者

在行動加值服務上之策略參考；Isiklar & Buyukozkan (2007) 應用多準則決策

法評估使用者對於行動電話之偏好順序，首先應用層級分析法由目標群族、

電信專家評估決定準則權重，再利用 TOPSIS 排序，並透過一案例描述此提

出方法之有效性，可供行動市場業者參考，以及使用者購買行動電話時較有

正確決策；Li & Chou (2014) 採用 TOPSIS 法應用於電信機房電力資源規

劃；Ghasemi-Falavarjani et al. (2015) 整合優勢排列遺傳演算法  (non-

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 II, NSGA-II)及 TOPSIS 法，用以最佳化行

動雲端計算資源配置；Luo et al. (2015) 於 5G 行動網路架構導入軟體定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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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SDN-MNs,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based Mobile Networks)以 AHP

整合 TOPSIS 評估安全機制；Malathy & Vijayalakshmi  (2015) 整合 knapsack

演算法及 TOPSIS 解決異質無線網路問題，研究結果與傳統 TOPSIS 比較，

可減少異質網路切換失敗率，產生較佳的效能及服務品質。 

綜合文獻回顧，目前尚未有結合資源基礎理論與模糊多準則之研究，即

為本研究貢獻之所在，本研究採用 TOPSIS 法於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提出之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模式採用價值鏈理論定義基礎建

設服務與支援活動，以 VRIO 架構定義基礎建設服務之評估準則，並以模糊

TOPSIS 評估基地台，將評估結果分類，由組織的支援活動探討各類基地台

資源規劃，圖 1 為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模式之執行架構。 

 

 

 

 

 

 

 

 

 

 

 

 

 

 

 

 

圖 1  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模式執行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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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動通訊基地台之價值鏈分析 

台灣電信市場在 2005 年電信事業民營化的之前，行動通訊產業為獨占

國營事業，未能蓬勃，1994 年美國 AT&T 解體，世界各國紛紛將電信市場

自由化允許或放寬國內外資金投資經營電信事業，政府亦陸續開放的各項通

信業務及法規，各電信營運商分食電信業務的市場大餅，也使競爭和發展的

態勢由完全獨占市場進寡占競爭市場 (Li & Whalley, 2002; Li & Chou, 2014)。

4G LTE 行動通訊是電信產業與政策的新發展趨勢，也在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為資訊社會重要的民生基礎建設，由政府的行動寬頻頻段釋照，串聯起

電信營運商所提供的基礎建設及通訊服務，乃至通訊設備提供產業及內容創

造產業，最終串連至資訊消費者，此產業價值鏈於是成型 (Chen & Cheng, 

2010; Cricelli et al., 2011)。 

台灣行動寬頻業務頻段釋照採取多回合競價方式辦理，電信營運商需注

入資金爭取特許執照，並投入許多固定資產的沉默成本以取得技術，除上述

電信營運商本身需具備足夠的技術、財力成為通過審核、取得執照的必要條

件外，在競標執照後之建設與技術研發，基地台建設及網路資源之有效分配

需符合國家的政策規範並改善過去問題，如台灣無線頻譜規劃不明、3G 吃到

飽 (Flat Rate) 費率、及少數高用量用戶使用大部分頻寬資源等不利於行動寬

頻產業發展之問題；又如民眾對基地台所發射電磁波對人體健康安全之疑

慮，與建設 4G 高速基地台使電波涵蓋範圍將能有高的人口涵蓋率的權衡，

故電信營運商取得執照僅只是取得營運基本門檻，後續之基地台及網路建設

更決定競爭市場的優勢。 

4G 所提供之高傳輸速度及頻寬，服務對象除消費客戶，許多產業領域

亦發展多元化的商業應用，如遠距醫療、居家照護、智慧建築、農業生長、

節能、消防及安全等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 與大數據 (Big Data) 時

代的來臨，而這些技術研發及加值服務需依據電信營運商的資源條件與核心

能力，把產品研發、生產銷售及人力資源管理等研發政策，納入基地台基礎

建設之規劃，才能創造消費者、電信業者、製造商及政府稅收等多贏的局

面。故本研究考量未來 4G 發展從頻譜取得、基地台規劃、及 4G 提供的加值

服務，全賴基地台之基礎建設與服務，故本研究將行動網路價值鏈活動主軸

劃分為基礎建設與服務與支援活動二大類，基礎建設與服務採用資源基礎架

構探究重要影響基地台資源配置的因子，延伸所需的支援活動形成行動通訊

基地台之價值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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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通訊基地台之資源基礎觀點 

本研究採用 Barney (1991) 定義核心資源及能力四項特性之資源基礎架

構，即 VRIO，探討台灣電信營運商基地台之核心資源，進而討論該電信營

運商於行動通訊市場，支援活動如何應用其資源和能力發展策略，因應變動

劇烈的外在環境，創造競爭優勢。 

1. 價值的問題：隨著使用者與聯網裝置越來越多，未來仍將面臨網路擁擠的

窘境，為解決此問題，則須增加基地台的佈建數量 (Gonzalez et al., 2014; 

Meng et al., 2014)，然而電信營運商對行動通訊基礎建設之佈建，面臨了國

人對電磁波對人體危害的疑慮，而致已佈建的行動電話基地台，因抗爭而

遭致拆遷的問題，突顯基地台建置之不易，為提升基地台之價值性，兼顧

政策規範及社會責任，電信營運商需依據各地基地台的特性，配置適當的

維運人力，簡化營運任務並研發充分有效利用基地台的技術，如不同發射

功率的基地台串連起來的異質型態網路的概念，擴大增加網路覆蓋率，以

解決訊號不良的問題。 

2. 稀有的問題：台灣人口密度高，土地資源貧乏，且地形複雜，包含山嶺、

丘陵、平原、盆地等，對土地利用有很大的限制，又由於頻譜資源之限

制、基地台同時接取人數有限、電磁波易受地形地貌的阻隔、及土地與資

源的稀少性，這些稀有問題使得電信營運商對行動通訊基礎建設之建設，

面臨了整體行動通訊網路的運作效益、佈建成本支出、選擇性擴充支援多

種技術標準的集中式基地台、兼顧偏鄉地區民眾 4G 近用權等面臨極大考

驗。 

3. 模仿的問題：電信自由化後，為了使得電信市場能夠回歸市場機制，創造

公平、公正的環境，世界各國一一實施手機門號可攜式服務，各電信營運

商對 4G 行動通訊技術配合發展之智慧型終端裝置、多元化的商業應用與

加值服務、基地台及頻譜資源的規劃等，建立優勢所需要的特定資源，發

展自身核心能力，在競爭優勢難以複製模仿，才能留住客戶。根據研究文

獻指出，技術創新往往可以促成電信公司經營效率的提升，此外，近年來

電信市場的開放競爭、政府持股的降低，也是電信公司營運蒸蒸日上的原

因 (Cricelli et al., 2011; Zhang & Liang, 2011)。 

4. 組織的問題：網路覆蓋率的高低為消費者轉換到 4G 服務的最基本考量因

素，電信營運商將重點工作放在增加 4G 網路覆蓋率，網路覆蓋率攸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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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台之建置，為電信營運商的資源優勢，該資源和企業的設備、人力規

劃、組織、文化或管理制度緊密結合，形成電信營運商的策略性決策。 

彙整上述資源基礎架構之四項特性，藉由各地基地台的特性提升網路覆

蓋率，可使資源產生價值，如此電信營運商相對於競爭對手即有更高的市場

定位為價值問題；受限於基地台同時接取人數及頻譜有限的資源，電信營運

商若能善加利用資源之稀有性，並考量維運成本及預期成長等因素，發展自

身核心能力，才能創造難以複製、模仿留住客戶之價值為稀有與模仿問題；

上述網路覆蓋率、基地台、頻譜等資源規劃，需充分發揮與企業組織搭配，

才能達到持續性競爭優勢為組織問題。故歸納影響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配置

的因子為基地台特性、頻譜資源配置、網路覆蓋率、維護成本及預期成長，

所需的支援活動為政策規範、人力規劃、技術研發、及價值服務，行動通訊

基地台，價值鏈架構如圖 2 所示。 

 

 

 

 

 

 

 

 

 

 

 

 

 

 

 

 

 

 
 

圖 2  行動通訊基地台價值鏈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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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台資源評估流程 

為因應環境的不確定性及群體決策之彈性，本研究以 Hwang & Yoon 

(1991) 提出之 TOPSIS 程序為基礎，整合模糊語意及群體決策，定義評估流

程如下述步驟，TOPSIS 評估流程中所使用到的公式參數及說明，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參數定義與說明 

符號 說明 

iA  第 i 個方案(基地台) 

jC  第 j 個準則 

sA~  評估方案(基地台)所定義的梯形模糊數 

wA~  評估準則權重所定義的梯形模糊數 
kD~  第 k 個決策者的決策矩陣 

sij
k
 

第 k 個決策者對於第 i 個方案(基地台)於第 j 個準則的語意

分數 

Dagg~
 群體決策矩陣 

+
jv~  第 j 個準則之加權正理想解 
−
jv~  第 j 個準則之加權負理想解 

benefitC  利益準則集合 

costC  成本準則集合 
+
iGd  第 i 個方案(基地台)與正理想解之距離 

Gdi
−  第 i 個方案(基地台)與負理想解之距離 

iGscore  第 i 個方案(基地台)之最終評估分數 

rG  方案排序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步驟 1、共識準則擷取 
如上述行動網路價值鏈之價值活動之主軸劃分為基礎建設與服務與支援

活動二大類，基礎建設與服務採用資源基礎架構探究重要影響基地台資源配

置的因子，亦即本研究之共識準則，表示為 { }nCCCC ,...,, 21= ，並將評估

之基地台定義為集合 { }mAAAA ,...,, 21= ，p 位決策者參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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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決定準則權重 

為了解決決策者決定準則權重時的不確定性，本研究定義語意措辭集合 

(Linguistic Term Set, LTS)，包含非常不重要 (very unimportant, VU)、不重要 

(unimportant, U)、尚可 (average, A)、重要 (important, I)、及很重要 (very 

important, VI)，三角及梯形模糊數因其具有簡單及容易解釋的優點 (Torfi et 

al., 2010)，由於 Barua et al. (2014) 採用區間值模糊數理論來解釋梯形模糊數

之實用性，以及 Marchant (2007) 提出量測的公理證明了梯形隸屬函數在某些

狀況下可以確保能表達專家的知識，雖然三角及梯形模糊數都適合本研究，

但由於上述文獻支持及梯形模糊數比三角模糊數更能反應本研究之實際狀

況，故本研究採用梯形模糊數來評估準則。 

假設權重的語意集合為 wA~ = {VU, U, A, I, VI}，由決策者 k 定義用來評估

準則 { }nCCCC ,...,, 21= 的梯形模糊數 ( )kkkkk
w aaaaA 4321 ,,,

~ =  (k=1,…, p)，隸屬

函數如公式(8) 所示 (L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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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評估基地台 
為了解決決策者評估基地台時的不確定性，同樣地，本研究由決策者

定義梯形模糊數來評估基地台的資源需求，假設語意集合為 = {VL, L, F, 

M, VM}，分別表示較少 (very less, VL)、少 (less, L)、尚可 (fair, F)、多 

(much, M) 、 較 多  (very much, VM) ， 決 策 者 k 各 自 定 義的 語 意

( )kkkkk
sA 4321 ,,,

~ θγβα= (k=1,…, p) ，隸屬函數如公式(9) 所示 (L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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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以 評估所有方案(即基地台) 之於準則的分數，形成決策者的

決策矩陣 kD~ (k=1,…, p)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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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k
ij As ~∈ ，且 Cj 表示第 j 個準則  (j=1,…,n) ， Ai 為第 i 個方案 

(i=1,…,m)，決策者 k 的決策矩陣 kD~ 中，各方案對準則的分數以
k
ijs 表示，

k
ijs 為上述所定義之語意集合

k
sA~  (Li & Chou, 2014)。 

決策者的決策矩陣決定後，為整合評估語意意見，可採用模糊整合的方

法加以整合，如 OWA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EFWA (Efficient Fuzzy 

Weighted Average), FLOWA (Fuzzy Linguistic OWA) 等，本研究採用 EFWA，

因其計算效率佳及可處理語意措辭不確定性問題之優點 (Lee & Park, 1997)，

以公式(10)表示整合矩陣 D~ag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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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中
k
ijs 為方案 iA 之於準則 jC 考量權重，

k
wA~ 整合後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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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決定正負理想解 

步驟 4 由整合的決策矩陣 Dagg ~
，決定群體正理想解 (Positive Ideal 

Solution, PIS) 與負理想解 (Negative Ideal Solution, NIS)，正理想解由所有準

則的最佳值組成，負理想解由所有準則的最劣值組成，定義公式如(11)與

(12)： 

{ }
DaggnjCjsjminCjsjmax

vvvv

costijbenefitij

nj
~

},...,2 ,1 | )) | )((), |)({((

~,....,~,...,~,~PIS 21

∈=∈∈=

= ++++

  (11) 

{ }
DaggnjCjsjmaxCjsjmin

vvvv

costijbenefitij

nj
~

},...,2 ,1 | )) |)(( ), |)({((

~,....,~,...,~,~NIS 21

∈=∈∈=

= −−−−

 (12) 

其中，準則集合 { }costbenefit CCC = 為所有的準則之聯集，準則具單調遞增

或單調遞減之特性， benefitC 為決策問題中的利益準則集合，績效值愈大，偏

好值就愈大；Ccos t 為成本準則集合，績效值愈小，偏好值就愈大 (Li & Chou, 

2014)。 

步驟 5、計算方案與正負理想解的距離 

TOPSIS 考慮了方案對於正理想解以及負理想解的距離，本研究在計算

方案與正負理想解的距離 +
iGd 與 −

iGd ，採用 Roghanian et al. (2010) 計算模

糊數面積為距離之方法，如公式(13)與(14)： 

( )( )=
=

++ n

j
jiji vsgapGd

1

~ ,  (1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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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j
jiji vsgapG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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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4321 ,,, aaaasij = 且 ( )'
4

'
3

'
2

'
1  , , ,~ aaaav j =+

皆為梯型模糊數。  

 

步驟 6、排序方案 

TOPSIS 最後步驟即計算各方案相對於理想解之接近度 iGscore ，即依

據距離正理想解最近，且距離負理想解最遠定義如公式(15)，依據 iGscore
值，將方案降冪排序。 

( )−+− += iiii GdGdGdGscore  (15) 

令 為方案值的排序結果，起始值

為Gscores ，終止值為 eGscore  (Li & Chou, 2014)。 
 

步驟 7、分類方案 

方案經排序 ( )eisr GscoreGscoreGscoreG = ，為規劃基

地台的基礎建設與服務與支援活動之資源規劃及維運策略，本研究將基地台

加以分類討論，由於 V-optimal histogram 法較適合分類一維排序資料，且各

類別間有最小變異數 (Han et al., 2011)，其分類結果準確，故本研究採用 V-

optimal histogram 法決定各類別的數目，定義如公式(16)： 

j

J

j
jVnv =

=1
 (16) 

其中，若分類為 J 類，第 j 個類別包含n j個方案，而第 j 個類別之變異數為

( )2
jj Gscorehv −= ，hj是第 j 個類別中的任一排名，用來計算所有的變數之

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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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基地台資源評估結果 

本次研究邀集個案公司實際從事基地台資源規劃工作數十年以上的中高

階主管三位，定義為 1D 、 2D 、 3D  (p=3)，實際負責基地台建置、施工、設

計、維護管理與決策工作，相當了解各基地台所在位置地理情況、設備裝

設、維運人力、維運記錄及未來設備投資計劃。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4 行動通信基地台站址數統計資料，本案例公司申請 4G 基地台系統架設

許可，北部地區為 185 台，中部為 372 台，南部地區為 360 台，合計實際申

請數量為 917 台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5)，本研究由案例公司之三位中

高階主管選出南部地區具代表性的 100 個基地台(方案) (m=100)，方案集合為 

{ }10021 ,..., , AAAA = 。經中高階主管開放式討論，考量行動通訊產業發展從

頻譜取得、基地台規劃、及提供加值服務一連串的行動網路價值鏈，價值活

動之主軸劃分為基礎建設與服務與支援活動二大類，基礎建設與服務採用

VRIO 架構探究重要影響基地台資源配置的因子，最後擷取 5 個重要因子 

(準則)，分別是基地台特性、頻譜資源配置、網路覆蓋率、維護成本及預期

成長，故定義準則集合為 { }521 ,...,, CCCC =  ( C1:基地台特性、C2 :頻譜資源

配置、C3 :網路覆蓋率、C4 :維護成本、C5 :預期成長)，由於 TOPSIS 考量利

益準則值越大越好，成本準則值越小越好 (Newbert, 2007) ，故中高階主管

定意維護成本為成本面準則，其餘皆為利益面準則。 

步驟 2 由共同的語意措辭集合決定準則權重 wA~  = {VU, U, A, I, VI}，分

別表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尚可、重要及很重要，三位決策者皆具有資訊管

理及模糊理論等相關知識，故由知識工程師說明並引導決策者定義自己的語

意集合及準則集合 { }521 ,...,, CCCC = 相關的梯形模糊數 ( )4321 ,,,
~ aaaaA = 。

表 2 為決策者所定義的 wA~ ，表 3 分別為三位決策者以自己所定義的 wA~ 給予

準則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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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決策者定義 wA~ 的語意集合

D1

 D2

 D3

 
wA~  語意權重 ( )1

4
1
3

1
2

1
1 ,,, aaaa  ( )2

4
2
3

2
2

2
1 ,,, aaaa  ( )3

4
3
3

3
2

3
1 ,,, aaaa  

VU 非常不重要 (0, 0, 0.1, 0.2) (0, 0, 0.1, 0.2) (0, 0, 0.1, 0.2) 

U 不重要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A 尚可 (0.3, 0.4, 0.5, 0.6) (0.3, 0.4, 0.5, 0.6) (0.3, 0.4, 0.5, 0.6) 

I 重要 (0.5, 0.6, 0.7, 0.8) (0.5, 0.6, 0.7, 0.8) (0.5, 0.6, 0.7, 0.8) 

VI 很重要 (0.7, 0.8, 0.8, 0.8) (0.7, 0.8, 0.8, 0.8) (0.7, 0.8, 0.9, 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決策者決定之準則權重 

kD  基地台特性 頻譜資源配置 網路覆蓋率 維護成本 預期成長 

1D  I I A U A 
2D  I VI A A U 
3D  VI VI A U 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決策者於步驟 3 以語意集合 sA~ = {VL, L, F, M, VM} 評估 100 個基地台

有關準則-基地台特性、頻譜資源配置、網路覆蓋率、維護成本及預期成長的

資源需求，語意集合為 sA~ = {VL, L, F, M, VM}，分別表示較少 (very less, 

VL)、少 (less, L)、尚可 (fair, F)、多 (much, M)、較多 (very much, VM)，表

4 為決策者定義 sA~ 的語意集合，表 5 為決策者 1D 、 2D 、 3D 所評估之決策

矩陣分數
k
ijs 。 

 
表 4  決策者定義

sA~ 的語意集合

1D  
2D  

3D  
sA~  

語意

分數 ( )1
4

1
3

1
2

1
1 ,,, θγβα  ( )2

4
2
3

2
2

2
1 ,,, θγβα  ( )3

4
3
3

3
2

3
1 ,,, θγβα  

VL 較少 (0, 0, 0.1, 0.2) (0, 0, 0.1, 0.2) (0, 0, 0.1, 0.2) 

L 少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F 尚可 (0.3, 0.4, 0.5, 0.6) (0.3, 0.4, 0.5, 0.6) (0.3, 0.4, 0.5, 0.6) 

M 多 (0.5, 0.6, 0.7, 0.8) (0.5, 0.6, 0.7, 0.8) (0.5, 0.6, 0.7, 0.8) 

VM 較多 (0.7, 0.8, 0.8, 0.8) (0.7, 0.8, 0.8, 0.8) (0.7, 0.8, 0.8, 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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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決策者之決策矩陣 

基地台特性 頻譜資源配置 網路覆蓋率 維護成本 預期成長 
基地台 i 

1D  D2
 D3

 D1
 D2 D3 D1 D2 D3 D1 D2 D3 D1

 D2
 D3

 

1 VL VL VL VL VL VL L VL VL F M M L VL VL 

21 VL VL VL VL L L L L L F F F L L L 

41 F M M F VM VM F VM VM F VM M L F F 

61 F M M F VM M F M M F VM VM L M M 

81 M M M M M M M M M M VM VM F M F 

100 F L L F F F F F F M F F F F F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將三位決策者之矩陣 1~D 、 2~D 及 3~D 整合為群體矩陣，本研究採用定

義於公式(10) 的 EFWA 演算法 ( )321 ~
,

~
,

~
EFWA

~ DDDDagg = ，產生群體決策

矩陣，部分整合結果顯示於表 6。 

表 6  整合矩陣值( D~agg ) 

基地台 i 基地台特性 頻譜資源配置 網路覆蓋率 維護成本 預期成長 

1 (0.7,0.8,0.8,0.8) (0.7,0.8,0.8,0.8) (0.633,0.733,0.767,0.8) (0.167,0.267,0.367,0.467) (0.633,0.733,0.767,0.8) 

21 (0.7,0.8,0.8,0.8) (0.567,0.667,0.733,0.8) (0.5,0.6,0.7,0.8) (0.3,0.4,0.5,0.6) (0.5,0.6,0.7,0.8) 

41 (0.167,0.267,0.367,0.467) (0.1,0.133,0.233,0.333) (0.1,0.133,0.233,0.333) (0.133,0.2,0.3,0.4) (0.367,0.467,0.567,0.667) 

61 (0.167,0.267,0.367,0.467) (0.133,0.2,0.3,0.4) (0.167,0.267,0.367,0.467) (0.1,0.133,0.233,0.333) (0.233,0.333,0.433,0.533) 

81 (0.1,0.2,0.3,0.4) (0.1,0.2,0.3,0.4)  (0.1,0.2,0.3,0.4) (0.033,0.067,0.167,0.267) (0.233,0.333,0.433,0.533) 

100 (0.433,0.533,0.633,0.733) (0.3,0.4,0.5,0.6) (0.3,0.4,0.5,0.6)  ̀ (0.233,0.333,0.433,0.533) (0.3,0.4,0.5,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所有準則之群體正負理想解分別由公式(11)與(12)計算，整理於表 7 中。 

表 7  群體正負理想解 

準則 正理想解 負理想解 

基地台特性 (0.7,0.8,0.8,0.8) (0.033,0.067,0.167,0.267) 

頻譜資源配置 (0.7,0.8,0.8,0.8) (0.033,0.067,0.167,0.267) 

網路覆蓋率 (0.7,0.8,0.8,0.8) (0.033,0.067,0.167,0.267) 

維護成本 (0.433,0.533,0.633,0.733) (0.033,0.067,0.167,0.267) 

預期成長 (0.633,0.733,0.767,0.8) (0.333,0.067,0.167,0.2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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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方案與正負理想解的距離Gscorei 及其排序由修正後之公式(13)與

(14)計算後整理於表 8 中。 

表 8  方案與正負理想解的距離及排序 

基地台 i iGscore  排序 

1 0.965  5 

21 0.975  2 

41 0.134  76 

61 0.077  85 

81 0.045  93 

100 0.540  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基地台資源規劃 

行動通訊網路規劃的品質是系統品質的關鍵，基地台的建設規劃為推動

現代化國家成長的基礎建設之一，展望 4G LTE 行動通訊之未來發展，在確

保 4G LTE 行動通訊更大的頻段以及高速化演進，未來必將呈現更具效率、

更多樣性的服務內容，才能提升企業與國家整體競爭優勢。世界各國在 4G 

行動通訊在寬頻發展有不同的重點規劃，如澳大利亞之國家網路建設強調普

及化，發揮光纖網路與 4G 行動通訊互補的功能，並強調遠距醫療、遠距復

健、居家照顧等物聯網應用服務 (Gozalvez, 2014)；德國政府要求業者應盡社

會責任，無寬頻服務的偏遠地區優先提供 4G 行動通訊網路建置，以涵蓋率

達至 90%以上為目標，並於推動佈建光纖固網的同時，亦把 4G 行動通訊列

為寬頻網路建設之一環 (Gozalvez, 2014)；由此可知，各國在規畫頻譜政策之

際，電信營運商為符合國家推動行動寬頻之方向，基地台建設非能單以使用

量規畫之，更須考慮如何透過自動化機制簡化營運任務，降低規畫、佈建、

優化及管理成本，並提升運作維護效率與網路通訊品質。 

本研究由基地台的基礎建設與服務與支援活動之實證結果分析，定義出

五項重要影響基地台資源規劃的因子，整合決策專家評估基地台後以公式

(16) 的 V-optimal histogram 法切割分類，歸納彙整各類基地台之特性如下： 

1. A 類基地台: 此類基地台大部分位於都會區、工商業發達地區，客戶類別

多屬大中型企業客戶、數據專線、附加價值潛力大，有高覆蓋率的網路需

求，相對的，亦為競爭者兵家必爭的競爭市場，應以最高設備標準提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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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服務。 

2. B 類基地台: 此類基地台多位於鄉鎮區中心，總體營收已能自給自足，是

眾多業者急於進入的市場，必需設法留住長期客戶，創造營收。 

3. C 類基地台: C 類基地台多屬小鄉鎮中心基地台，此類型基地台有些微的成

長性，總體營收仍屬虧損狀態，在 4G 行動業務開放初期，尚不足以吸引

眾多業者搶攻市場，但是居於整體經營策略，應設法留住長期客戶並提升

附加價值。 

4. D 類基地台: D 類基地台具低度成長性，表示這些基地台所在地區仍有些微

商機，目前雖未有經濟價值，但是考量受到消費性客戶與中小企業客戶之

長期信賴，仍需善盡社會責任並縮短數位落差，以提升企業形象。 

經由上述各類基地台之分析，進而由支援活動探討基地台之資源規劃模式，

定出不同資源配置的標準，整理如表 9 所示。 

 

表 9  各類 4G 基地台資源規劃模式 

基地台 
類別 

政策規範 人力規劃 技術研發 加值服務 

A 

3G 基地台佈建較

為密集且完備，

優先以升級至 4G
系統為規劃，並

輔以串連異質型

態網路，或擴充

支援多種技術標

準的集中式基地

台，擴大增加網

路覆蓋率。 

由專任維護人

員一級維護人

員日常保養；

派遣二級維護

人員做設備定

期檢修測試，

並透過全自動

化機制簡化營

運任務。 

B 

接取人數過多壅

塞之基地台，佈

建新的基地台，

可負荷地區則將

3G 基地台升級為

4G 系統為優先考

量，並以不同發

射功率的基地台

串連異質型態網

路，解決訊號不

良的問題。 

兼任維護人員

作一級維護保

養；二級維護

人員做設備定

期檢修測試，

並透過全自動

化機制簡化營

運任務。 

高優先權之頻

譜資源規劃，

並研發支援多

種技術標準的

集中式基地台

，及加速建設

4G 高速基地

台。 
 

發展多元化的

商業應用與加

值服務，如遠

距醫療、居家

照護、車用電

子、智慧建築 
、農業生長、

節能、消防及

安全等物聯網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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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兼任維護人員

作一級維護保

養；故障再由

二級維護人員

處理，並透過

半自動化機制

簡化營運任務

。 

D 

需兼顧偏鄉地區

民眾 4G 近用權，

善盡企業的社會

責任，未能提供

4G 系統地區，佈

建基地台，提供

均等的網路覆蓋

率，解決無訊號

的問題。 

由地區集中維

修單位，派遣

技術人員定期

巡修，並透過

半自動化機制

簡化營運任務

。 

頻譜規劃以能

普及覆蓋率為

優先考量。 

縮小城鄉數位

差距，加值服

務以民生建設

為基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隨著行動通訊及裝置設備的普及，科技的快速發展，市場的競爭日趨激

烈，全球行動數據流量爆炸性的成長，行動網路遂為國際發展重要趨勢，帶

動起行動基礎建設與穩定傳輸品質的需求。對電信營運商而言，基地台是維

持高速上網與通訊品質的基礎，穩定的基礎建設能創造新服務，進而增裕營

收，故如何將企業資源與能耐，進行策略規劃與佈局，產生競爭優勢，成為

電信營運商決勝負的關鍵。因此，有效的基地台資源規劃才能維繫企業的永

續經營，為滿足各種服務要求及提升傳輸品質，必須將有限的資源作最佳運

用，才能提升對新技術發展的應變能力，進而創造最大利潤與競爭優勢。 

本研究提出以資源基礎理論與模糊多準則決策建構行動通訊資源規劃模

式，可幫助行動通訊營運商了解行動通訊基地台資源規劃與組織支援活動間

的相對重要性，成為企業持續性競爭優勢的來源，本研究主要貢獻如下：(1) 

首先分析電信營運商行動通訊基地台之價值鏈定位，由價值鏈角度思考將價

值活動分為基礎建設服務與支援活動，透過支援活動讓基礎建設服務提供的

資源有更好的利用，創造差異性的價值，進而使客戶獲得更好的服務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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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2)以資源基礎觀點為基礎，輔以觀察、訪談作為知識擷取的工具，找出

基地台資源規劃之重要的影響因素；(3)以多準則決策方法，將基地台資源規

劃的影響因素，以模糊語意評估基地台，並將評估結果分類，由組織的支援

活動討各類基地台資源規劃，以達成資源互補及綜效的發揮，提高電信營運

商資源管理的能力。 

二、學術意涵 

雖然組織資源與能耐及形成組織競爭優勢在學術界有相當的重視，但多

數研究是質性方法 (Kraaijenbrink et al., 2010)，也造成實務上的應用仍有所限

制 (Guo, 2007)，此外，學術界在電信領域之研發品質已持續提升，是電信營

運未來發展下一代行動通訊技術的重要指標，本研究將價值鏈與資源基礎觀

點以量化方法將目前重視之行動通訊議題加以實作，並闡述組織的支援活動

討各類基地台資源規劃，將學術研究整合於實務中，期能在產、學、研資源

與研究方向有所貢獻。 

三、管理意涵 

本研究框架強調基地台資源規劃，各大電信營運商之資源中心維運基地

台多以處理障礙為重點，且需花費許多時間追蹤處理問題，應用本研究提出

之模式，以系統化管理方式分析出各種不同類型之基地台維運模式，不僅可

使維運以電子化、系統化方式管理，更可提升維修效率，縮短平均維運時

間，進而提升績效與資源配置透明化，創造業務面、維修面、服務面、維運

面等績效。 

策略管理的領域中，強調競爭優勢來自於組織知識的累積，知識優勢是

持久性的，並且當組織擁有愈豐富的知識時，愈有能力去學習。本研究實際

邀請決策專家參與基地台資源規劃，萃取專家內隱知識，最終定出不同資源

配置標準，將知識存量，未來設計人員在規劃資源時，可於規劃初期，就一

併將工程竣工後的維運管理方式，融入設計模式，達成規劃、設計、施工及

維護管理一元化的設計理念，使企業資源作較佳的運用，進而創造競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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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研究建議 

競爭優勢創造與維持競爭優勢亦重視對管理者的角色，行動通訊價值鏈

所需參與角色為重要課題 (Sabat, 2002; Kuo & Yu, 2006)，本研究提出之模式

未來可考慮管理者於主要或支援活動中的角色定位；由於本研究整合群體決

策之意見，未能檢驗決策者共識度，建議未來可納入共識度議題，使結果更

具說服力。此外，本研究整合資源基礎理論與模糊多準則決策所建構之行動

通訊資源規劃模式，乃基於萃取自個案公司三位資深中高階主管之見解來決

定重要影響因素，未來可藉由針對實際負責各基地台的維運者，就其導入過

程之實務經驗，施以問卷調查法，驗證此規劃模式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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